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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产品空间理论视角考

察了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与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大;相比中西部地区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出口产品质量

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大;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主要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溢出与中间品质量提升来推动中

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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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大市场、劳动力成本低等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大循

环,通过产业升级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和第一大出口国.然而,我
国出口产品质量总体不高、附加值较低,存在被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切
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的背景下,２０２０年７月的中央政治局会

议进一步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

下,如何发挥我国庞大、完整且具有较强互补性的产品生产能力优势,充分利用已积累起来的要素禀

赋由内及外地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贸易强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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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产品关联密度可反映产品之间进行转换所需生产能力的相似性,是产品空间理论的核心概念之

一,具体而言,它是指一个企业生产的某一产品与其所在地理范围内其他产品之间的平均关联密

度[２].如果企业的出口产品与当地企业其他产品之间有较高的关联密度,则表明出口企业与当地企

业在生产能力方面具有较高的相似性[３][４][５],因此可获得集群效应带来的外部经济[２],使集群内企业

得到更多的知识溢出和要素禀赋效应,从而有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与此同时,虽然地理邻近

有助于知识和经济资源的共享,位于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企业可以比其他企业更容易获取创新所需的

投入要素和技术知识,但是由于技术溢出基于认知邻近性,产品之间只有在认知距离合适的条件下才

能产生有效的技术溢出[６],那么,产品关联密度到底如何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影

响机制是什么? 关于以上问题的探讨,现有文献还未有涉及.基于此,本文拟从产品空间理论视角研

究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机制.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联系较为密切的文献是有关产品关联的研究.产品关联的研究始于 Hausmann和

Klinger,他们首先通过出口贸易数据测算了产品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一国出口产品间的关联度与

其经济发展速度紧密相关[７].在此基础上,Hausmann和 Hidalgo通过产品关联理论考察了新产品

多样化和国家经济增长演化路径[８].张其仔从产品空间理论视角阐述了比较优势演化与中国产业升

级路径的选择[９].Neffke等则将研究重点转移至区域范围,通过考察瑞典的制造业情况,他们发现

与本地现有产业关联更大的行业进入本地的可能性更大[１０].Boschma等、Donoso和 Martin等分别

探讨了西班牙区域层面产业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与当前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１１],以及美国４９个州当

前的产业结构与其新兴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１２].另有部分学者重点强调了产品关联对区域

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如刘守英和杨继东采用详细的各省行业出口数据讨论了不同地区在产品空间

理论指引下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能路径[１３].贺灿飞等研究发现中国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
部和东北地区的出口产品结构转型或受制于现有区域能力、技术和知识积累,或受到产业和区域政策

的推动[１４].近年来从企业进行研究的文献也较多,LoTurco和 Maggioni考察了土耳其企业和当地

已有的产品生产能力在促进其新产品引进方面的作用[１５].Hazir等采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法国制造业

企业数据考察了当地产品空间对企业产品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倾向于调整其出口产品组合,使
其生产和出口能力与本地区产品关联更紧密[１６].吴小康和于津平、孙天阳等采用中国企业数据分别

考察了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新产品出口稳定性及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２][５].
由以上文献可知,宏观层面的研究从国家、区域层面关注了产品关联对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升级

的影响,微观层面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了产品关联对新产品出口稳定性与扩展边际的影响,但没有关注

产品质量效应,这启发我们可以聚焦于微观层面产品关联的质量效应研究.与这一思路较为相近的

文献有苏丹妮等以及刘信恒关于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１７][１８].前者认为产业集

聚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后者指出产业集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倒 U 型影响.
这支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溢出效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而本文则探

究产品间溢出效应的作用.因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本文基于产

品空间理论探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补充了微观层面产品关联对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为企业充

分利用产品关联助推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了政策参考;其次,从微观层面验证了产

品间溢出效应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中的作用,丰富了溢出效应方面的研究.在企业发展中,产品间的

溢出效应与企业间的溢出效应同样重要.
本文其他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为理论机制分析,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第五部分为实证检

验和结果分析,第六部分为异质性检验与分析,第七部分为影响机制检验,最后一部分为结论与政策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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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机制分析

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认为产品关联密度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溢出及中间品质

量提升三个路径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第一,人力资本提升.首先,产品关联密度将通过以下两种效应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其一,吸引效

应.某一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大的产品一般与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较契合,从而可能发挥产品

比较优势,吸引投资汇集,进而形成区域范围内大规模的产业集聚,并吸引高素质人才跨区流动,形成

比较优势产业与高素质人力资本共同集聚的现象.其二,“干中学”效应.区域范围内高技能人力资

本集聚可能淘汰部分低技能人力资本,也可能通过“干中学”效应将低技能人力资本升级成高技能人

力资本,从而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实现区域内人力资本总体水平的提升.其次,人力资本水平提升

后,一方面可以促进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另一方面还能提高企业内部的管理运行效率,降低企业

运行过程中的无效率损失,进而带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１９].
第二,技术溢出.企业层面产品关联密度可以有效促进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一是产品关联密度

越高,意味着其出口产品与其他企业的产品关联越紧密,则越容易吸收其他企业的技术溢出,从而更

能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二是产品关联更紧密的企业之间的地理邻近有助于知识和经济资源的共享,
共同的知识基础和认知邻近更便于集群内企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位于同一集群内部的企业可以比

集群外部的其他企业更容易获取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所需的投入要素和技术知识.因此,企业出口产

品与一定地理范围内已出口产品的关联密度越高,会使得集群区域具备越好的技术溢出效应,这既可

以提升企业的生产技术和创新水平,还能提高企业利润率,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加大产品研发投入,
提升产品质量.

第三,中间品质量提升.企业生产并出口某一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高的产品可通过成本效

应和竞争效应促进中间品质量提升.首先,产品关联密度高的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因此生产成本较

低,企业利润更高,从而推动企业提高中间产品的质量;其次,产品相互关联的企业在投入产出联系、
劳动力共享、技术关联及市场需求联系等方面较为接近[２],这会加剧企业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

争,因此,企业为了扩大自己的利润空间而选择进口高质量中间品[２０],从而获得技术溢出效应,进而

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推断:产品关联密度将可能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溢出与中间品

质量提升来推动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下文进行实证检验.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主要有 UNＧCOMTRADE 数据库(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
对于数据库的使用和匹配,主要处理如下:(１)利用 UNＧCOMTRADE数据库中２０００年全球

HS６位码层面的产品出口数据测算产品间的邻近度,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数据测算了企业—产品层面的产品关联密度.(２)依据施炳展和邵文波的方法及步骤处理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中国海关数据库[２１],仅保留中国制造业企业样本,并在此基础上测度了企业—产品—目的国

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３)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首先,剔除企业名

称、企业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等关键指标缺失的观测值,从业人数小于８人的观测值,明显不符合会

计原则的观测值;其次,将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按照企业名称匹配,再将匹配未成

功的样本根据电话号码后七位与邮政编码匹配,最终得到两种匹配后的并集样本.
(二)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考察不同地理范围内的产品关联密度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设定如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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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模型进行估计:

quafict＝α０＋α１densityfiut－１＋α２Dft－１＋α３Xjt－１＋νf＋νt＋νic＋εfict (１)
式(１)中,quafic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f在t年出口到目的国c的出口产品i的质量,其中i为

HS６位码产品.densityfiut－１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滞后一期的产品关联密度,Dft－１表示滞后一期的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Χjt－１表示滞后一期的行业层面控制变量,νf、νt 和νic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年份

固定效应和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εfict为误差项.同时,由于可能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等问题,本文

所有基础回归均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
(三)变量测度及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参照 Khandelwal等的做法[２２],用CES效用函数来测度出口产品质量,产品的需求函数如

式(２)所示:

θfict＝p－σ
fictqσ－１

fictPσ－１
ct Yct (２)

式(２)中,θfict、qfict和pfict分别表示在 HS６位码上,企业f在t年出口到c国的产品i的数量、质量

和价格;Pct为出口目的国c在t年的价格指数,Yct表示出口目的国c在t年的消费总支出,σ表示不

同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对式(２)取自然对数,得到式(３):

lnθfict＋σlnpfict＝γi＋γct＋εfict (３)
在式(３)中,γi 和γct分别表示产品固定效应与目的国－年份固定效应,其中,目的国—年份固定

效应可以控制式(２)中出口目的国的价格指数与出口目的国消费总支出的差异.εfict为包含了出口产

品质量的残差.式(３)仅考虑了产品价格和质量对其需求量的影响,并未考虑产品水平多样化特征,
即产品种类的影响.为此,我们借鉴苏丹妮等的做法[１７],在式(３)中添加了表示国内市场需求规模的

各省份实际 GDP作为控制变量,然后再对式(３)进行 OLS估计,从而得到残差估计值ε̂fict和企业－产

品－目的国－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具体如式(４)所示:

lnq̂fict＝
ε̂fict

σ １
(４)

式(４)中σ的取值参考Broda和 Weinstein的研究并与其一致[２３].此外,为便于比较和加总分

析,本文还对式(４)进行标准化处理:

quafict＝
lnq̂fict minlnq̂fict

maxlnq̂fict minlnq̂fict

(５)

２．关键解释变量

产品间的邻近度是计算产品关联密度的基础,为此,本文参照 Hidalgo等的做法,以一个国家同

时出口两种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条件概率的最小值来衡量产品间的邻近程度[３].产品邻近度越大,
说明这两种产品在劳动力、中间投入品、技术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相似程度越高.当这两种产品被一

国同时出口的概率越高时,该国在生产一种产品的同时更容易生产另一种产品,那么这两种产品的空

间距离就越邻近.本文根据式(６)计算产品邻近度:

proximityi,j＝minP RCAi RCAj( ) ,P RCAj RCAi( ){ } (６)
式(６)中两种产品的邻近度proximityi,j表示一国在产品j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同时在产品i上兼

具比较优势的条件概率与一国在产品i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同时在产品j上也兼具比较优势的条件概

率的较小值,当然任何产品与其自身的邻近度皆为１.同时,式(６)中的RCA是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

指数,其测算公式如式(７)所示.当一国c产品i的RCA指数大于等于１时,则表明其在该产品上具

有比较优势.

RCAci( ) ＝
exportc(i)/∑iexportc(i)

∑cexportc(i)/∑c∑iexportc(i)
(７)

在产品邻近度测算的基础上,参考吴小康和于津平与 Hausmann和 Klinger的做法,我们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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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不同地理范围内的产品关联密度,包括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和省内产品关联密度[２][６].

densityfiut＝
∑j∈RCAuproximityi,j

∑proximityi,j
(８)

densityfipt＝
∑j∈RCApproximityi,j

∑proximityi,j
(９)

式(８)中densityfiut的含义为企业f的出口产品i与其所在城市 u内其他产品之间的关联密

度,等于企业f的出口产品i与其所在城市u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产品之间的邻近度之和与

企业f的 出 口 产 品i与 当 年 全 球 所 有 其 他 出 口 产 品 之 间 邻 近 度 之 和 的 比 值.式 (９)中 的

densityfipt表示企业f的出口产品i与所在省份p内其他产品之间的关联密度,其中,分子表示企

业f的出口产品i与其所在省份p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产品之间的邻近度之和,其分母的含

义与式(８)一致.

３．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１)企业年龄(lnage),用企业当期年份减去开业年份后取对数表

示;(２)企业规模(lnfix),本文使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来表示;(３)资金约束(constri),采用企业流动性

来表征,其中企业流动性等于企业流动资产和企业流动负债之差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４)是否为外

资企业虚拟变量(type１);(５)是否为国有企业虚拟变量(type２);(６)是否为一般贸易企业虚拟变量

(tradetype１);(７)是否为加工贸易企业虚拟变量(tradetype２).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１)行业

规模(lniv),利用企业的实际增加值在行业层面加总后取自然对数表征;(２)行业竞争程度(HHI),本
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表征行业层面的市场竞争强度,具体采用企业销售额所占 CIC４位码行业层

面销售额比重的平方和表征.为了消除价格波动造成的干扰,对所有连续型变量根据相应价格指数

进行平减,表１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quafic) ５０５１０７１ ０．４９０ ０．１６２ ０ １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densityfiu) ５０５１０７１ ０．１３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１ ０．３６４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densityfip) ５０５１０７１ ０．３０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５ ０．４３６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利用基准回归模型(１)考察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其中,列(１)和(２)为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

估计结果,列(３)和(４)为省内产品关联密度的估计结果,在列(１)与(３)中我们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
列(２)与(４)则添加了滞后一期的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同时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

应、年份固定效应和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列(１)与(２)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城市

内产品关联密度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列(３)和(４)的结果表明,不论是否添

加控制变量,省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综上所

述,不同地理范围内的产品关联密度均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高,且城市内产

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０．０８６)要大于省内产品关联密度的影响效应(０．０７３~
０．０７７).这可能是由于产品关联更紧密的企业之间的地理邻近有助于知识和经济资源的共享,位于

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容易获取创新所需的投入要素和技术知识,从而使得城市内产

品关联密度较之省内产品关联密度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更充分地利用关联产品的企业集聚所带来

的生产要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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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１．采用工具变量法计算出口产品质量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我们采用 OLS方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估计,这可能会因价格内生性

问题而导致估计结果偏误.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考虑了价格内生性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参照

施炳展和邵文波的做法,将企业f对其他出口目的国出口产品i的平均价格作为工具变量[２１],在此基

础上再对式(３)进行估计,进而得到标准化处理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估计结果如表３第(１)和(２)列
所示,不同地理范围内的产品关联密度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系数均在１％水平上

显著为正.
　表２ 产品关联密度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０．０８６∗∗∗(０．０１５) ０．０８６∗∗∗(０．０１５)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０．０７３∗∗∗(０．０１) ０．０７７∗∗∗(０．０１)

企业年龄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企业规模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资金约束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外资企业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国有企业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一般贸易 ０．００４∗∗∗(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０．００１)

加工贸易 ０．００７∗∗∗(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０．００１)

行业规模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行业竞争程度 ０．００６(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０．００７)

常数项 ０．４７９∗∗∗(０．００２) ０．４６０∗∗∗(０．００６) ０．４６８∗∗∗(０．００３) ０．４４８∗∗∗(０．００６)

观测值 ５０００５６７ ５０００５６７ ５０００５６７ ５０００５６７

R２ ０．３１８ ０．３１８ ０．３１８ ０．３１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年
份固定效应以及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以下表同.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采用reghdfe回归估计,系统已自动剔除了５０５０４个观
测值,导致描述性统计结果的观测值样本与回归估计样本数量不一致.

　表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采用工具变量法计
算出口产品质量

(１) (２)

采用各年邻近度计
算产品关联密度

(３) (４)

控制企业研发效率
与企业生产率变量

(５) (６)

采用工具变
量法估计

(７) (８)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０．０９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１３)
０．１２６∗∗∗

(０．０２５)
０．１３７∗∗∗

(０．０３１)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７)
０．１７１∗∗∗

(０．０２７)

KleibergenＧPaaprk
LM(P值)

１２７６．３∗∗∗

(０．０００)
１６２７．０∗∗∗

(０．０００)

KleibergenＧPaaprk
WaldF ３６２９．８ ２５８９．３

观测值 ５０００５６７ ５０００５６７ ５２１７３４０ ５２１７３４０ １９０８２８９ １９０８２８９ ３９４５１２６ ３９４５１２６

R２ ０．３１８ ０．３１８ ０．３２２ ０．３２２ ０．３３９ ０．３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采用各年邻近度计算产品关联密度

上文基准回归分析部分的产品关联密度均在２０００年的产品邻近度基础上进行测度,２０００年的

产品邻近度仅采用２０００年的全球出口数据进行计算,本研究的样本期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在此期间产

品邻近度可能会因生产技术和需求偏好的变化而发生改变[２],因此,为了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将以全

０１１



球所有国家各年不同的出口数据重新计算产品邻近度,进而测度不同地理范围内的产品关联密度,最
后考察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如表３第(３)和(４)列所示,不同地

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３．进一步控制企业研发效率与企业生产率变量

本文基准回归部分为了尽可能保证数据的时效性,采用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工业企业数据.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这一时期工业企业数据缺乏研发、生产率等变量测算的关键数据,例如从业人数、研究开发费

用以及无形资产数据等,因而基准回归分析部分未考虑以上关键控制变量的影响.为了验证结果的

稳健性,本文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工业企业库与中国海关库的匹配数据,进一步控制企业研发效率与

生产率变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参考苏丹妮等的做法,采用企业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

比来衡量研发效率[１７].企业生产率则通过LP方法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表征,估计结果如表３
第(５)和(６)列所示,不同地理范围内的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没有

实质性的改变.

４．考虑内生性问题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滞后一期的产品关联密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由双

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进一步借鉴孙天阳等的思路,
将滞后两期的产品关联密度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SLS)进行估计[５].第一阶段

的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与省内产品关联密度的估计系数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分

别为０．５５９与０．４２５,说明各层面滞后二期的产品关联密度与滞后一期的产品关联密度存在较强的

相关性.另外,我们还利用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对所选定的工具变量进行有效性检

验,KleibergenＧPaaprkLM 和 KleibergenＧPaaprkWaldF结果均显示在１％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

识别不足及弱识别的原假设,表明以不同地理范围内滞后两期的产品关联密度作为工具变量是有

效的.表３第(７)和(８)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地理范围内的产品关联密度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无明显变化,这说明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

可信.

六、异质性检验与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更大,为了节省篇幅,本
文异质性分析及机制分析部分仅报告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
在本部分,我们将按照贸易方式和企业所在地区进行样本分类,考察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制造

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
(一)分贸易方式的回归结果

从事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在经营方式和生产目标上均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导致城市内

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有所不同,但混合贸易企业兼具两者贸易方式的特征,因而

分类检验的意义不大.鉴于此,本部分参照 Tang和Zhang与孙天阳等的做法,对一般贸易企业和加

工贸易企业两类样本分别进行估计[２４][５],具体结果如表４第(１)和(２)列所示,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对两类贸易方式企业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系数大小非常接近.为了在严格意义上比较两类

样本估计系数的差异,我们在分组检验后进行了邹至庄检验(chowtest),该检验的交乘项系数为

０．００５,但P值显示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说明在一般贸易方式与加工贸易方式下城市内产品关联

密度的估计系数没有明显差异,这意味着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均有助于提高一般贸易企业与加工贸

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并且影响程度没有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加工贸易往往仅是

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一环,需依靠当地要素禀赋优势和相关产业的支撑,相对于一般贸易企业,
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更依赖于产品关联密度[５];但另一方面,加工贸易企业多为外资企业,
一般而言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较高,在生产技术、关联能力和知识存量等方面通常比其他企业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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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企业获得的溢出相对有限[２５],因而两种分类下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

升作用旗鼓相当.
　表４ 异质性检验结果

分贸易方式的检验结果

(１)一般贸易 (２)加工贸易

分地区的检验结果

(３)东部地区 (４)中部企业 (５)西部企业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０．１０６∗∗∗

(０．０２９)
０．１２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５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邹至庄(Chowtest)检验结果
(P值)

０．００５
(０．４３５)

观测值 １７２０４７６ １５６８７９６ ４７７１２２６ １３０６００ ６２６３５

R２ ０．３６７ ０．３８７ ０．３１４ ０．５６６ ０．５９８

　　注:每列均添加了企业和行业层面控制变量、企业固定效应、产品固定效应及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二)分地区的回归结果

我国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基础设施、制度建设以及信息化水平差异较大,为了进

一步考察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不同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我们将制造业企业按

照所在地域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样本进行异质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４所示.
第(３)~(５)列汇报的结果显示: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表

现为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对中部及西部地区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这可

能是因为:首先,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我国东部地区要素市场发展水平更高,生产要素流动性更好,
相关企业更容易通过要素市场和要素共享发挥生产要素的禀赋优势[２６];其次,东部地区作为我国

主要的出口产业集聚区,企业技术更先进,经验更丰富,企业之间互动交流也更为频繁,大量产品关联

密度较高的企业在同一地区集聚将有助于培育企业持续学习与技术创新的能力[２][２７];最后,中西部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制度建设及信息化水平落后,难以享受到城市内产品关

联密度所带来的外部经济和技术溢出,因此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无显著

影响.

七、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上文的理论机制分析,我们认为产品关联密度可能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溢出与中间品质

量提升等途径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部分我们将参考黄群慧等、曹丰等关于机

制检验的做法[２８][２９],验证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助推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路径.
(一)人力资本提升机制

为了验证人力资本提升机制,本部分具体考察企业层面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人力资本水

平的影响.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一般采用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员工人数占比表征,但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关于员工的学历结构数据仅有２００４年的数据,因此我们参考魏浩和李晓庆(２０１９)的做法[３０],采用

自然对数形式的企业人均工资表示人力资本水平.具体而言,企业人均工资等于企业应付工资总和

与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数的比值,为了消除价格波动造成的干扰,我们根据消费价格指数对企业应付

工资总和进行了平减.鉴于工业企业数据库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缺乏企业应付工资总和的数据,本部分的

样本区间仅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与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graduateft＝δ０＋δ１densityft－１＋νf＋νt＋εft (１０)
式(１０)中,graduateft为企业层面的人力资本水平,densityft－１为滞后一期的企业层面城市内产品

关联密度,采用出口额占比对企业－产品层面的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加权求和而得.表５第(１)列的

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层面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有显著正影响,表明企业层面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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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产品关联密度提高,将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又将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速

度、技术创新质量以及企业内部的管理运行效率等途径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１９][３１].
　表５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人力资本提升机制

(１)企业层面人力资本水平

技术溢出机制

(２)企业层面技术溢出 (３)企业层面研发产出

中间产品质量提升机制

(４)企业层面进口中间产品质量

城市内产品
关联密度

０．３１４∗∗

(０．１５０)
２．３２２∗∗∗

(０．５３５)
１．３６９∗∗∗

(０．２７０)
４．８３３∗∗∗

(１．１１１)

观测值 １１７１５９ ４１８０２ ４１８０２ １９３４２１

R２ ０．７００ ０．８１８ ０．７０９ ０．８６９

　　注:每列均控制了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并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

　　(二)技术溢出机制

我们具体从企业技术溢出与企业研发产出两方面考察技术溢出机制.首先,我们参照孙天阳等

以及韩峰和柯善咨的思路和做法,构建企业受城市内其他企业技术溢出的表征指标[５][３２],如式(１１)
所示:

spilloverfict＝ researchut
expicut

∑i,cexput

é

ë
êê

ù

û
úú researchfut

expficut

∑i,cexpfut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regionu

(１１)

式(１１)中,researchut与researchfut分别表示u城市在t年的研发支出和f企业在t年的研发支

出,expicut表示t年u城市i产品在c市场的出口额,expficut表示t年f企业i产品在c市场的出口额,

∑i,cexput与∑i,cexpfut分别表示u城市t年的总出口额和f企业t年的总出口额,regionu 表示u城市

城区面积.其中,城市研发支出、城区面积与企业研发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库».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企业从业人数等数据的缺失,技术

溢出影响机制的样本区间为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０年.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式(１２)验证企业层面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所受技术溢出的影响.

spilloverft＝λ０＋λ１densityft－１＋νf＋νt＋εft (１２)
式(１２)中,spilloverft为企业层面受其他企业技术溢出的指标,采用出口额占比对企业－产品－

目的市场层面受其他企业的技术溢出加权求和而得.densityft－１为滞后一期的企业层面城市内产品

关联密度.
其次,我们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与专利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企业层面城市内产

品关联密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采用企业专利数量总和表征企业研发产出变量.具体的公式

如下:

patentft＝μ０＋μ１densityft－１＋νf＋νt＋εft (１３)
式(１３)中,patentft为企业专利数量总和的自然对数,densityft－１为滞后一期的企业层面城市内产

品关联密度.式(１２)和式(１３)的估计结果如表５第(２)与(３)列所示.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受

其他企业的技术溢出和企业研发产出均有显著正影响,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越高,企业受所在城市其

他企业的技术溢出就越多,企业的研发产出也将越多,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３３].
(三)中间品质量提升机制

鉴于企业的中间品投入质量缺乏数据测算,因此本部分通过验证企业层面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来考察中间品质量提升机制.首先,采用海关数据库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企

业进口数据,参考施炳展与曾祥菲的做法测度中国企业进口产品质量[３４].其次,从中挑选出进口中

间品的企业与出口企业匹配,再根据标准化处理加总出企业层面的进口中间品质量.最后,估计企业

层面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具体的公式如下:

qualityft＝π０＋π１densityft－１＋νf＋νt＋εft (１４)
式(１４)中,qualityft为企业层面的进口中间品质量.densityft－１为滞后一期的企业层面城市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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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关联密度.估计结果如表５第(４)列所示,企业层面的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进口中间品质量有显

著正影响,即企业层面的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提高,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将随之提升,而更高的中间

品质量往往能够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３５].

八、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产品空间理论视角探讨了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及

机制,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从贸易类型和所在

地区维度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和省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制造

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且前者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

大.这一结论在改变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估计方法、采用各年邻近度计算产品关联密度、进一步控制

企业研发效率与企业生产率变量以及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异质性研究表

明,相比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

更大.第三,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将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溢出和中间品质量提升来推动我国

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鉴于区域产品关联密度,特别是城市内产品

关联密度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

企业优先选择生产并出口那些与所在地区,尤其是所在城市产品关联密度高的产品,引导企业以

邻为鉴,促进相关企业间相互学习与交流,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的促进作用;第二,注重培养高质量发展需要的人才,大力引进高级人力资本,提升当地人力资本

水平,为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第三,要加强与当地具有比较优势产品

企业之间的关联,整合区域中间品市场,进口高质量的中间产品,获取国际知识溢出,以充分发挥

高质量中间品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中的作用;第四,在制定区域产业发展促进政策时,要因地

制宜,鼓励本区域产品关联密度高的相关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合作与交流.此外,在推进中西部地

区产业发展过程中,除要重点推进符合自身发展基础的相关产业外,还要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

的基础设施和要素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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